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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浙江中西南部的金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古称婺州，素
有“小邹鲁”之称。婺州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 为世人所瞩目的是曾为
中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文化成果和婺州独有的文化内容，如南宋以吕祖
谦、陈亮、唐仲友为代表的“婺学”对我国儒家学说的贡献，以及由此而形成
的婺州地区“尊师重教”、“耕读传家”的良好社会风尚；曾为塾师的明 国
文臣宋濂的浦江郑义门和《郑氏治家规训》，被誉为中国古代家庭文化和儒学
治家的典范；在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婺州古瓷；集木雕、砖
雕、石雕于一身，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婺州古城建筑；还有赤松黄大仙、方岩胡
公等道教传说与信仰，兰溪诸葛八卦村、武义郭洞、浦江郑宅、东阳卢宅肃庸
堂等历史文化村落，被写入“四大奇书”的金华火腿、金华府酒等地方名特产
品，迎板凳龙、浦江抬阁、永康九狮图、十八蝴蝶、浦江剪纸、磐安炼火、东
阳木雕、金华斗牛、武义马灯轿车、金华道情等民间艺术与地方风俗，还有骆
宾王、张志和、贯休、胡应麟、李渔、黄宾虹、艾青、邵飘萍、陈望道等历史
文化名人，等等，构成了独具地域人文特色的婺州文化。 
    而汇集高腔、昆曲、乱弹、徽戏、滩簧、时调等六大声腔于一体，流
行浙江中西南部，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浙江第二大剧种婺剧，自然成为婺州文
化的 杰出的代表和婺州文化的重要表征。 
    本文拟从纵向、横向和地域文化三个维度，考察中国婺剧的内部机制
与外部环境，并在这样一个文化架构下，探讨作为婺州文化杰出代表的中国婺
剧的文化定位及相关问题。 
一 
    文化，一般具有两种特性：从纵向看，它具有恒常性。地域文化的持
续变革，始终受制于文化本质。这种文化本质在某种文化形态上，往往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它通常具有显著的恒常性。这是因为文化既从属于时代，又从属
于地域环境。地域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们在同一个自然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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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劳动，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共同的的文化现象，它成为后来
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居民的人文环境，并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导向而世代传承。
从横向看，文化又具有可塑性。它与其他地域的文化相比，更凸现一种特殊的
地域个性。 
    在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中，我们隐约发现一个规律：人们往往喜欢从
周围地区的文化特性中选择其可用的东西，而舍弃无用的成分。人们把这些可
用的东西吸收与消化，并重新改造成为与其需要相一致的样子。人类学家本尼
迪克特深刻指出：“文化的差异不仅是各个社会在取舍生存的那些可能的方面
时那种心安理得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它毋宁更归咎于文化中各种特性之间的
盘根错节的复杂现象。就像我们刚刚说过的，任何传统风俗的 后形式，都远
远超出了原始的人类冲动。这种 后形式在很大的程度上依于这一特性与那些
来自不同经验领域的其他特性结合的方式。”[①] 
    这里所谓的“不同经验领域的其他特性”，是指他来文化及邻近文化
与本土文化的互补与交融，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原始冲动的传统风俗；所谓
“ 后形式”，即到目前为止的 后形式，是指对传统风俗进行了多次变革后
的一种传统风俗，其特点与表现形式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在人类的传承过
程中不知不觉便完成了这种变革。当人们反思其历史过程时，传统的变革便鲜
明地凸现出来。 
    婺剧的衍生与发展由来已久。一般认为，婺剧 繁荣时期的流布地
域，以处于浙江中西南部的金华、衢州两府为中心，遍及浙江的处州、台州、
温州、严州等地，其核心自然在金华、衢州盆地一带。这些核心地区，大致位
于北纬 27 度至 30 度、东经 117 度至 122 度之间，属于典型的内陆性封闭区
域。气候属于亚热带中部，冬冷夏热，春暖秋凉，四季分明。以农业为主的自
然经济，还形成了春夏秋三季农忙、冬季农闲的劳动生活规律。这样的自然生
态环境，使得农民有着共同的比较集中的休闲时间，可以 展集体的民俗和文
化娱乐活动，适宜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武术等民间表演艺术的生存与发
展，清代著名戏曲家兰溪人李渔作《闲情偶寄》，大概就是对这一地域文化休
闲心态的极好记载。而且封闭式的文化姿态又使内陆性文化有着很大的兼容同
化与包容性，外来文化往往在这里自然舶靠并依势传承与发展。如南宋时的衢
州，孔子 48 代孙避居此地并建立孔子家庙，孔子学说在这一特殊的封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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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传播，衢州遂成南方儒学的圣地。而历代在此活动的文人墨客建言立说，也
使金衢一带形成悠久而独特的人文环境。 
    可以说，深厚的文化积淀，构成了金衢区域的历史文化模式。而对婺
剧形成直接起促进作用的，无疑是明清时期流传在金衢地区民间本于金华书面
话（金华官话方言）的音乐、歌舞、说唱、杂技、魔术、武术、游艺以及其他
民间戏曲等表演形式，这些丰富的民间表演文艺形式，是婺剧形成之“根”，
对婺剧的 终形成影响巨大。从明代中叶 始，婺剧的衍化在吸收和坚守本土
艺术的养分和经验的过程中，无不与“不同经验领域的其他特性”相关联。高
腔、昆曲、乱弹、徽戏、滩簧、时调的生根发芽乃至 花，就是他来文化与本
土文化即其他艺术与婺剧民间之“根”融汇的结果。婺剧发生的源头，跟明代
的南戏诸腔密切相关。明代南戏诸腔，大多出现在浙江及浙江周边地区的江
西、安徽、江苏等省交界处。在浙江，就有绍兴府的余姚腔、嘉兴府的海盐
腔、金华府的义乌腔和杭州府的杭州腔。明末，绍兴府又出现新昌调腔。江西
境内有广信府的弋阳腔、饶州府的乐平腔、抚州府的宜黄腔。安徽有池州府的
青阳腔、徽州府的徽州腔、太平府的太平腔。江苏则有苏州府的昆山腔等等。
婺剧的三路高腔（西安高腔、西吴高腔、侯阳高腔）和松阳高腔，即由明代弋
阳腔、义乌腔和余姚腔演变而来。早在明万历年间，弋阳腔就已传入金衢。明
代兰溪人胡应麟有诗文记载与朋友拥坐兰溪县城酒楼听小奴演唱弋阳的情况：
“潦倒垆头作酒狂，/青衫重入少年场。/那堪醉意瑯玡语，/满酌金华听弋
阳。”[②]义乌腔形成于金华府义乌县，由海盐腔流入义乌并充入了义乌的地
方音乐而成。如果就其传入的路线来看，弋阳腔自南而北，先从陆路进入衢
州，后经水路抵达金华；余姚腔、海盐腔等是自北而南，由水（钱塘江流
域）、陆（新昌、嵊县进入东阳）两路传入金衢。清代是婺剧的形成期。婺剧
的形成一般来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代形成或传入的南戏诸腔中，
义乌腔、弋阳腔、余姚腔在清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清中叶统一称为高腔。
昆曲在清代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方面，李渔的传奇创作、编剧理论和家庭
戏班，为“正昆”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另一方面，在民间职业昆班（俗
称“草昆”）的基础上形成了金华昆剧。高腔与昆曲结合的“两合班”的出
现，标志着婺剧胚胎的孕育。第二阶段是乱弹、徽戏、滩簧等在清代前后传
入，并且高腔、昆曲与乱弹、徽戏、滩簧、时调之间，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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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出现了被称为“三合班”和“二合半班”的戏曲班社， 终形成并诞生了
“ 后形式”的多声腔戏曲剧种婺剧。 
    换句话说，在婺剧纵向传播过程中，在“不同经验领域的其他特性”
的交流中，量变的价值远胜于它的质变。而在艺术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守住
传统戏曲之本即守住传统戏曲之常量，吸收他来艺术之变量，则可强健传统戏
曲之身。婺剧的命名虽然很晚，比较稳定的说法则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
正式出现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长达 400 年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婺
剧能够包容来自于他乡的其他外来表演手法和多种腔调，我们不妨把这种质变
看成是新兴元素的注入，那么对婺剧艺术来言，它其实也就只是一个量变的过
程。当我们再次勘定婺剧的身份时，婺剧它的恒定的艺术形式与来自“不同经
验领域的其他特性”的表达手法，使得它的形式和唱腔无不焕发艺术的青春。
如较多的“三合班”与“二合半班”的存在，是婺剧基本形成的 主要的标
志。虽然没有出现高腔、昆曲、乱弹、徽戏、滩簧、时调六种腔调齐全的“六
合班”，但“三合班”与“二合半班”吸收滩簧、时调入戏演唱，六种腔调就
有了不同程度的结合或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各种腔调均使用统一的金华书面
语（俗称“金华官话”）唱念，不仅要求外来腔调与剧种如弋阳腔、海盐腔、
昆腔等使用金华官话，即使是在金衢地区形成的西安、西吴、侯阳三路高腔，
也必须用金华官话唱念才行。金衢地区方言复杂，几乎每县都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衢州班、东阳班、金华班等均用本县方言唱念，那么由于语言的障碍自然
会约束它在金衢地区的广泛流传。发生在金衢盆地的这个聚宝盆过程，总体上
来说，就是一个遵循自然与人文环境、守住本土本源常态的艺术的量变过程，
它的本质和“ 后形式”仍然没有脱离婺剧的基本。 
二 
    文化的另一个特性，是比照这一地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横向概
括中，发现文化具有的可塑性价值。它与其他地域的文化相比，更凸现一种特
殊的地域个性，当然也包括因为地域文化的影响而 终呈现的可塑型艺术个
性。据称，中国有地方戏曲三百多种，但真正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并且在城
乡文化格局中产生影响的，为数不多。显然，如何从横向审视婺剧，提取婺剧
的表现特征，彰显婺剧的文化地位和价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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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戏曲文化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一种
于其他戏曲形态不同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吸收
外来经验即综合“不同经验领域的其他特性”的同时，经过长期的整合而形成
的富有个性的“ 后形式”。 
    相对于其他一些单声腔的戏曲艺术来说，婺剧“ 后形式”作为多声
腔融合的剧种，自然有其表演上的很大优势。这一集高腔、昆曲、乱弹、徽
戏、滩簧、时调等六大声腔于一体的婺剧，虽可经“三合班”与“二合半班”
的组合方式，使六大声腔体现出整一性的特征，然而，除了这一整一性特征
外，婺剧声腔还具有明显的分离式性征。一般而言，戏剧是综合的艺术，综合
其中的艺术元素往往失却了自己的独立品性，而有机地成为整体中的构件，发
挥整体中的表意效应。而对婺剧来讲，六大声腔的融合，既是统一的，但又是
可以分离并可独立承担传承的功效。戏曲理论家严敦易在《婺剧观感》中指
出：“‘婺剧’，如果作为一种单纯的地方戏来认识的话，实际上是不能恰当
地表现它的内容和性质的。它只是在某一地区范围内，几个相当久远历史的剧
种，所残存下来的剧目共同应用的名词。”[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婺剧
乃是高腔、昆曲、乱弹、徽戏、滩簧、时调等六大声腔的集合概念，而在这一
集合中的任一声腔都具有独立的表达和审美的功能，但又带有婺剧文化的特点
并贴上婺剧的文化标签。譬如高腔，应称为婺剧高腔，以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高
腔；昆腔，应称作婺剧昆腔，以区别于“苏昆”、“北昆”。 
    这显然是婺剧的特殊文化个性的体现。婺剧的六大声腔，在表演、语
言、体制上渐趋统一，形成既有共同之处又有独特风格的特点，往往一个班社
能演多声腔的戏，但在各声腔上仍保留有自己的特色。一般认为，婺剧高腔有
衢州西安高腔、金华西吴高腔、东阳侯阳高腔三种，外加松阳高腔一种。西安
高腔由江西弋阳传入，但也与明初盛行在金衢的海盐腔关系密切，它应是由受
到海盐腔影响的义乌腔杂以乡语改调而形成的一种声腔，当然也有弋阳腔的某
些痕迹。而西吴高腔、侯阳高腔也深受义乌腔的影响。这三路高腔， 有可能
是义乌腔的遗响。[④]有人认为，“金华、衢州地区的婺剧高腔，该地区是历
史上‘义乌腔’的生长地，又是‘海盐腔’的盛行地”，[⑤]所以受义乌腔的
影响自然在情理之中。松阳高腔在历史上从未与昆曲、乱弹、徽戏合班，较多
地保留了原始的民间色彩和风貌，同时与民间宗教关系密切。“它保留了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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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原始个古朴的风貌，充分体现了‘村俗戏文’的特点。”[⑥]婺剧高腔的
曲调属曲牌联套体结构。婺剧昆腔，又称“草（台）昆”和“金华昆腔”，是
昆曲流传在金华地区的一脉。可分为金华昆腔、兰溪昆腔、衢州昆腔、东阳昆
腔等。原与苏班无二，后因流动于农村庙会，多在庙台、草台上演出，道白上
夹杂了金华方言，曲调上受高腔、乱弹、徽戏的影响起了一些变化，已无苏昆
的清柔婉转，更多呈现为粗犷豪放，其曲调属曲牌联套体结构。婺剧乱弹，源
于“西秦腔”，一般可分为金华乱弹、东阳乱弹、浦江乱弹、处州乱弹四种。
它与徽戏同为婺剧的当家声腔。金华乱弹是搭在徽班中演出的，又称“徽班乱
弹”；东阳乱弹与高腔、昆腔合班演出，故称“三合班”；浦江乱弹是婺剧乱
弹声腔中的主要派系，故又是婺州乱弹的代名词。处州乱弹规模较小，现基本
被浦江乱弹同化。乱弹只有曲调不用曲牌，其曲调主要分为“三五七”、“二
凡”、“芦花调”、“拨子”、“龙宫调”和“乱弹尖”。婺剧徽戏占据了婺
剧的主流地位。徽戏原为皖南徽州一带的地方小戏，后传入浙西，在金华一带
溶入了地方色彩，被称为“金华戏”，是单一的剧种。婺剧徽戏的曲调主要分
“吹拨”和“皮簧”两类，属板式变化体。婺剧滩簧源于苏州滩簧，流入金华
后，配以锣鼓和表演，成为独具特色的剧种滩簧戏。同样，它以地方特色分为
金华滩簧、兰溪滩簧、衢州滩簧和浦江滩簧。滩簧声腔属板式变化体，主要采
用坐唱形式。婺剧时调，乃各个时期的时尚小调，为吸引观众，戏班经常吸收
一些民间小调于小戏之中，慢慢形成了独立的声腔体系。显然，六大声腔既可
以按照需要合并演唱，也可以独立进行表演并自成系统。因而，在金华婺剧成
功申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前，婺剧中的西安高腔、松阳高
腔、浦江乱弹、兰溪滩簧已单独申报，并顺利进入国家第一批保护名录。 
    2008 年 10 月底，全国滩簧艺术节在浙江慈溪市举行，第四届长江三角
洲滩簧学术研讨会同时举办。在苏浙沪较为流行的苏剧、沪剧、甬剧、锡剧、
姚剧、湖剧的 6个剧种，同出于民间滩簧艺术，这次以滩簧的名义相聚在浙
江。专家学者就滩簧艺术和相关剧种的生存发展等议题展 讨论，尤其是小戏
要不要做大、语言该不该保持地方性方面。对滩簧艺术的前景，专家学者有喜
有忧，“喜的是，在民间并不乏观众……；忧的是有的剧种和院团已难以为
继，比如湖滩——湖剧”[⑦]。引用这条消息，我想说明的是，像类似湖剧这
样单腔的剧种已面临着成为博物馆艺术的可能。而相对于单声腔的剧种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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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剧蕴藏着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因为它是高腔、昆曲、乱弹、徽戏、滩簧、时
调等六大声腔的融合，而且还因为它是多声腔的集合以及蕴涵的声腔组合的多
种可能性。在 2008 年 11 月 20 日举行的“中国婺剧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婺
剧辖区的文化主管部门领导金华市文化局杨鸽声局长称：“我们婺剧在金华有
很深厚的群众基础，并没有面临濒危，观众很多，也后继有人。但是，我们面
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这个剧种和剧种之间的趋同性存在着很大的趋势的
同时，如何保护我们自己这个婺剧的特性，是我们保护一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所要有的认识。”[⑧]杨鸽声充分认识到婺剧这一多声腔剧种广泛而深厚的
群众基础和传承优势，同时明确指出在文化趋同背景下婺剧个性特征彰显的重
要效能。 
    在婺剧呈现的“ 后形式”中，个性化的文化亮点是引人瞩目的重要
因素。正如京剧、昆曲之于世界，这是婺剧获得高度认可的文化“名片”。婺
剧拥有六种不同的唱腔和唱调。这六种唱腔与唱调，实际上涵括了浙江乃至全
国戏剧发展的三个阶段或者三个时期不同结构的三类戏剧：它们有盛行于
（元）明、清，以“南北曲”为文体，以“一人启口，众人接腔”为特征的高
腔和以南北曲为文体的昆腔；有至迟从清中叶 始，风靡两个多世纪的乱弹、
徽（戏）调；有明末清初 始流行的原为坐唱艺术的滩簧以及属戏弄一类的时
调，整体地呈现出婺剧各腔、调独特的结构与特点。[⑨]而六种腔调的伴奏乐
器简繁不一：高腔、滩簧、时调的伴奏乐器和音乐都比较简单，昆腔、乱弹、
徽戏比较丰富。 后，以乱弹和徽戏为基础，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婺剧伴奏乐器
和伴奏音乐。演员一般采用真假嗓相结合的唱法。婺剧还具有惊人的特技和非
凡的武功，据不完全统计，婺剧特级有变脸、耍牙、甩发、踢宝剑、甩佛珠、
桃花霸、纸人功、穿桌扑虎、原座穿凳、飞锣打叉、蜻蜓点水等二十多种，非
凡的武功有台劲、姜维霸、红拳、穿刀、穿火圈、十八吊、后僵尸跌、前僵尸
跌、两头跳等十五、六种。[⑩]这显然是婺剧“ 后形式”的核心。它的表演
古老浑朴，粗犷豪放，雅俗共赏。既重唱又重做，且以武功特技见长，讲究强
烈夸张，载歌载舞，边做边唱，满台有戏，并创造了“大花过头，老生平耳，
小生平肩，花旦平乳，小丑平脐”等手势的表演规格，形成“文戏武做，武戏
文做”，“一戏一招”的艺术特色，在很多剧种中被看成是矛盾对立的文武关
系，在婺剧中恰能相融相渗。婺剧能如此加以吸纳和同化外来手法，并依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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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区域的自然与人文条件创造性地强化风格，突出艺术形态的个性特色，自然
是其立于不败的重要方剂。 
三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一个传之恒久、颠扑不破的文化真
理。如何在地域文化维度考量婺剧的文化价值，恰能反映婺剧所承载的文化意
义。地域文化是以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环境为标志形成的特色文化，它影响和
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审美价值取向以及性格气质等。丹纳说：
“所谓地域不过是某种温度、湿度，某些主要形势，相当于我们在另一方面所
说的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
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11]
金衢盆地的自然地理环境，铸造了这一带独特的文化个性，并无一例外地溶入
到人们的精神血脉之中。而婺剧的起源和发展都是在金衢盆地这块富有鲜明地
域特色的文化地理区域内进行的，其剧情、人物、道具、台词、音韵，乃至表
演场所、表演方式、表演氛围等，都渗透着该地的风土人情、价值判断、审美
情趣、生活理念等重要文化元素。 
    从剧目的文化选择来看，婺剧着眼于反映地域民间生活和民间智慧的
表现内容。婺剧表演的内容顺应传统农业农耕时节和民风民俗，上演春耕戏、
庆丰戏、佛像 光戏、祝寿戏、还愿戏、集会戏等民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
分。根据老一辈艺人的阐述和回忆，婺剧传统剧目有十八本高腔、三十六本昆
腔、三十六本乱弹、七十二本徽戏、九本滩簧、九本时调。但实际上婺剧剧目
远至于此，现有材料表明，婺剧大概有大小剧目七百多个。从婺剧所包括的多
个剧目可以看出它是明代以来的民间戏曲的历史遗存。这里有浓缩众多历史经
典故事的和传说的传统剧目，如三国戏、水浒戏、包公戏、列国戏等，也有继
承明清传奇精华的经典剧目。如徽戏，大多演三国、水浒和春秋列国中的故
事，内容大多为政治斗争、忠奸斗争；乱弹和滩簧则以演家庭戏、爱情戏为
主。《长生殿》、《琵琶记》、《牡丹亭》等已成为婺剧保留的折子戏。这里
也有探讨人生问题的传统剧目，如《槐荫记》歌颂了青年男女渴望突破封建束
缚、争取自由爱情的精神，《送米记》早期剧本以歌颂无条件的孝道为主题、
后改编为以抨击封建愚昧的主题，《黄金印》表述了志气出成就的人生奋斗主
题，《僧尼会》在历代的改写中净化了爱情主题。选择和改编者以剔除封建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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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的方式保留着传统文化理想，给出了人情、人性乃至人伦问题的 佳答案。
有体现地方民间智慧的剧目选择，如滩簧中的《僧尼会》、《翠屏山》和时调
中的《卖棉纱》、《小二过年》、《李大打更》等诸多小戏，是传统乡村生活
中理想精神、道德准则、生活态度和情感方式的高度提炼。有表现地方历史记
忆、民族英雄、民间生活、民间传说的新老作品。如《碧玉簪》、《英雄
泪》、《忭京恨》、《枪挑小梁王》、《朱一帖传奇》、《骆宾王与武则
天》、《义乌兵》、《清风魂》等，[12]反映的内容与金华下辖的义乌有关，
这是当地素材在婺剧中的文化表演。当然，富有上古遗风的金华农村民俗节
庆、迎神赛会等活动也是演出经常呈现的对象。金华农村历来有“五侯三佛”
的庙会，纪念历史上曾造福于民的人物。婺剧班社就在“五侯三佛”的生日或
“ 光”之际演出。“五侯”中影响 大的是永康方岩胡公（胡则），早期金
华北山农民在每年阴历八月十五、十六两天举行盛大的迎神活动，人们抬着胡
公踩街，所经村庄皆有婺剧戏班演出，婺剧表演与神灵祭祀是紧密相连的，当
地人称这个时节上演的婺剧为“胡公戏”。许多戏班同时演出时，在庙前临时
建搭草台，互相比赛，叫做“斗台”，又叫“拼会场”，观众在婺剧争演中，
既完成了对“胡公”或其他神灵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崇拜，同时也获得了极为自
由的欣赏空间和精神空间。因此，“婺剧不仅是审美的载体，更是生命与文化
的结合体。人们在享受铿锵鼓韵的同时，获得的是人生意义和家园归属感，更
确切地说，是一种文化认同与自我确证”。[13] 
    从剧场表现形态的文化选择来看，婺剧也反映了地域文化特色，某种
意义上也具有文化地理志的功能。婺剧不仅保存了不少古老的剧目，而且在表
演方式上也留存了许多古老的傩舞傩戏、百戏、木偶戏和目连戏的表演动作和
表演形式。这是婺剧表演形态上漫长的文化传承，它对古老艺术的接纳和吸
收，有着保护古老艺术的历史记载效用。用婺剧活态的方式，保存古老艺术的
魅力。一般而言，傩戏和傩舞在商周就已经形成，到了北宋已从祭祀仪式发展
成为有一定情节、人物的舞蹈表演。它的外在特点是表演时每个角色都戴面
具。婺剧高腔对其进行了大胆的借鉴，在高腔的行头中，就有大量的面具应
用。如东阳的“三合班”，盔箱中就有雷公、三眼神、寿星、四大金刚、大头
鬼、小头鬼、土地神、狐狸、龙头、虎头、狮头、魁星、加官、财神、汉钟
离、李铁拐等三十多种面具。即使是婺剧昆腔，也有二十多种面具。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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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剧高腔、昆腔的表演都留有古老傩戏的痕迹。婺剧在演出中经常表演穿刀、
窗火圈、爬竿、十八吊等，这与两汉和南宋时代的百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哑背疯》中“一人扮两”的表演形式就是从汉代百戏中承袭而来。这个方式
在目连戏中也有。明代《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等传奇戏相继问世，就出现了独
立的民间小戏《哑子背疯》，后来成为昆腔中的保留剧目。婺剧昆腔虽迟于苏
昆，但它仍然保留着许多南昆已失传的剧目和表演技巧。而婺剧的表演动作，
如大花脸走路，往往大拇指上翘，双手并肩；两员大将交战，各自原地转圈
等，也明显留存着汉代以来的木偶戏的表演程式和手法。 
    对于剧场来说，婺剧长期在露天的草台和庙台中演出。剧场和空间的
选择与地域文化和人生体验密切相关。草台是临时搭建在庙宇前或田头、村头
的戏台，它为表演婺剧尤其为斗台提供了可能。这是婺剧观演现实关系的纽
带。庙台是庙宇中的戏台，显得比较正规，它是包括发生宗教仪式在内的演出
空间。从婺剧发展的物质性遗留来看，现存的古戏台有江山廿八都水星庙戏
台、义乌大陈红峰村祠堂台、浦江九阜殿古戏台、武义郭洞古戏台、衢州天妃
宫戏台、兰溪白沙庙古戏台等。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出出精彩的婺剧剧目。从婺
剧戏台的文化功能来看，无论草台还是庙台，剧场无不具有现实的功能、审美
的功能和宗教的功能。从现实功能看，它是民间生活状态的展示，是观众与演
员通过这种方式的活生生交流，是现世的体验；从审美功能来看，它是观众民
间情趣的体验，它使观众得到视觉与听觉的刺激和美的享受。而从宗教的功能
来看，它是以仪式化的表现形式来演绎宗教，甚至代替宗教表现主体在戏曲空
间中行使宗教的职能。在金华各地的民间信仰活动过程中，婺剧音乐自始至终
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在仪式空间中环绕着，构成仪式空间的成分
并成为仪式空间的一个参与者，“或激发热情促发高潮，或虔诚肃穆静心修
性，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14]。而在婺剧的空间仪式实施过程中，往往
会采用婺剧曲牌并进行演奏，《花抬头》、《文武八仙》等成为常用的民间信
仰仪式音乐，它与婺剧戏台空间完美结合，在这个短暂的时空内，观众获得极
大的精神自由和人生意义的确证，身心的焦虑也可得到顷刻的解脱，既为娱
神，更为娱人。宗教的 终目的仍然是为了现实人生。无论祭祖、庙会、社
酒、送喜、修谱、节庆等，在婺剧与地域文化的鲜明对接中，在婺剧的空间剧
场的选择中，地域民众身份得以确认，现实的地域文化向心力得以凝聚。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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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自己的文化特质产生偏爱，会把它们当作悠久而亲近的住宅家园一样加
以呵护”。[15]婺剧在地域文化的博大胸怀中获得了文化的自我体验和身份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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